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13位ISBN编号：9787563345038

10位ISBN编号：7563345035

出版时间：2004-04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页数：3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内容概要

本卷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
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
渐变过程，这一阶层在精神领域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及其为原有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重要变
化，极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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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
教授。
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
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
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现代儒学论》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书籍目录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明清变迁时期社会
与文化的转变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
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
人精神》日译本自序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
编者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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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怎样才能讨论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广大的题目?不用说，我们势非采取一种整
体的观点不可。
如果采取分析的途径，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文学、民俗各方面去探索以期获得一个大家都能
接受的确定结论，那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分析过程。
但是另一方面，整体的观点则难免有流于独断的危险，思想训练不够严格的人尤其喜欢用“一言以蔽
之”的方式武断地为中国文化定性。
　　我个人由于出身史学，一向不敢对中国文化的性格轻下论断，虽则我自己也一直在寻求一种整体
的了解。
几经考虑之后，我最近企图通过一组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问题来掌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这种处理的方式也许比较符合前面所提到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最近构想。
这一组问题一方面是成套的，但另一方面也分别地涉及中国文化的主要层面，在分别讨论每一个层面
时，我将同时点出中、西的异同。
我希望从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内在关系。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何以不可能完全等于西化也许可以从这种对照中凸显出来。
　　一谈到价值系统，凡是受过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往往会追问：所谓文化价值究竟是指少数圣贤
的经典中所记载的理想呢，还是指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实际倾向?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便显示了
西方文化的背景。
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约相当于中国所谓“知”与“行”)，或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距离较大，其紧张的
情况也较为强烈，这也许和西方二分式的思维传统有　　关，此处无法作深度的讨论。
无论如何，乌托邦式的理想在西方的经典中远较中国为发达。
(“礼运”大同的理想到近代才受西方影响而流行起来。
)中国思想有非常浓厚的重实际的倾向，而不取形式化、系统化的途径。
以儒家经典而言，《论语》便是一部十分子实的书，孔子所言的大抵都是可行的，而且是从一般行为
中总结出来的。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其言之不怍，
则为之也难”⋯⋯这一类的话在《论语》中俯拾即是。
《春秋>>据说是孔子讲“微言大义”的著作，但后人推尊它仍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
，或“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
总之，现代西方人所注重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差异在中国虽然不是完全不
存在，但显然没有西方那么严重。
(这一点我已在《史学与传统》的序言中有所讨论。
)我特别提及这一层，意在说明下面检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我将尽量照顾到理想与实际的不同层面
。
　　我们首先要提出的是价值的来源问题，以及价值世界和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一事的两面，但后一问题更为吃紧。
这是讨论中西文化异同所必须涉及的总关键，只有先打开这一关键，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去解说由此而
衍生的、但涉及中国价值系统各方面的具体问题。
　　人间的秩序和道德价值从何而来?这是每一个文化都要碰到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中西的解答同中有异，但其相异的地方则特别值得注意。
　　中国最早的想法是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所谓“不知不识，顺帝之则”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但是子产、孔子以后，“人”的分量重了，“天
”的分量则相对地减轻了，即所谓“天道远，人道迩”。
但是孔子以下的思想家并没有切断人间价值的超越性的源头——天。
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意识，这个意识内在于人性，其源头仍在于天，不过这个超越性的源头不
是一般语言能讲得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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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待每个人　　自己去体验。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说孔子不正面去发挥这一方面的思想，并不是他不相信或否认
“性与天道”的真实性。
近代学人往往把孔子的立场划人“不可知论”的范围，恐怕还有斟酌的余地。
“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之类的语句对孔子本人而言是不可能没有真实意义的。
孟子的性善论以仁、义、礼、智四大善端都内在于人性，而此性则是“天所以与我者”。
所以他才说“知其性者则知天”。
后来《中庸》说得更明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　　道家也肯定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有一超越的源头，那便是先天地而生的形而上道体。
“道”不但是价值之源，而且也是万有之源。
但是在中国人一般的观念中，这个超越的源头仍然笼统地称之为“天”；旧时几乎家家悬挂“天地君
亲师”的字条便是明证。
我们在此毋须详细分析“天”到底有多少不同的含义。
我们所强调的一点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仍有超人间的来源。
近来大家都肯定中国文化特点是“人文精神”。
这一肯定是大致不错的，不过我们不能误认中国的人文精神仅是一种一切始于人、终于人的世俗精神
而已。
　　　　从3世纪初叶汉代统一帝国的终结到4世纪初叶南北分裂的开始这一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
个重要的转变的时代。
关于这一转变，中外史学家的论著多至不查胜计。
在这许多现代讨论之中，魏晋士风曾是一个特别受到注目的问题。
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十大夫”)的思想
，一是他们的行为。
就思想言，其特色是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就行为言，其特色则是突破传统礼教
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
关于这一新士风的兴起和发展，从来的解释都着眼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般背景方面。
其中，尤以政治的背景最受史学家的注意，即所谓“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这一论断，大体说来，是有坚强的根据的。
　　但是魏晋士风的发展并不是单从外缘方面所能完全解释得清楚的。
我在旧作《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曾试图用“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的观念说明这个
时代的知识阶层在内心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该文不是对传统的解释加以否定，而是想在传统的解释之外增添一个理解的层面。
但是该文断代仅止于西晋之初，对汉末以来名教崩溃的整个过程尚嫌语焉不详；至于东晋以后门第社
会新秩序的重建，因限于体例，则完全没有谈到。
本文对该文的论点有进一步的发展，取材则详略互见，所以基本上本文是该文的一个续篇，希望读者
兼观并览。
　　　　这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史学的专题研究(初稿刊于《知识分子》季刊1985年
冬季号)。
骤看起来，这个题目似乎太大，与现代一般“窄而深”的史学专题不合。
以范围而论，本书概括了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以时间而论，它上起中唐，下迄乾嘉之
世，差不多涵盖了一千年的历史过程。
但事实上，本书并不是泛论宗教史、社会史之作。
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遵守19世纪阿克顿(Lord Acton)
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study problems notperiods)。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经过比较严格的规划的，因此问题的焦点相当集中。
我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的作用?这一中
心问题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中一样，自然会激起一轮轮问题的波纹，从中心一直延伸到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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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包括的时代虽长，所涉及的方面虽广，但是整个论点却是扣紧着问题的结构而建立起来的。
　　本书分析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是从三教的人世伦理及社会影响这一特殊角度着眼的。
因此上篇既不是通论性质的宗教史，中篇也和一般哲学史或思想史对宋明理学的处理迥异其趣。
我所特别注意的是三教在人世伦理方面相互交涉的复杂过程，尤其是禅宗对理学的影响。
宋代新儒家“援释人儒”，开创了理学的新传统，从历史的观点说，这是早在宋代即已成定案的了。
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和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都不讳言明道、横渠早年出入释、老，最后
才“返求诸六经”。
宋儒“援释人儒”的成功正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我们今天既无理由更无必要来翻案了。
而且我可以断言，任何翻案的努力都将是白费的。
但是宋儒究竟为什么非“援释人儒”不可?又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来“援释入儒”?这一类在思想史上
具有关键性的大问题似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地从事系统的研究。
有之则不过挟偏见以攻击理学而已。
我在中篇试图从人世伦理的观点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观察。
我当然承认，这些观察是初步的，并且不免带有片面性。
但是我必须坚持，如果我们希望对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了解，那么本书所
特别强调的这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的。
　　在分析了三教人世伦理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影响。
这是本书下篇的主旨所在。
但是一涉及观念的社会后果，我们的研究便不能限于思想史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进入社会史的领域。
所以下篇事实上是从思想流转与社会变迁的交光互影中观察商人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从16世
纪以来，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功能在实质上日益重要。
与此相随而来的是他们在社会价值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显然上升，甚至他们的法律身份也有改善的迹
象。
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史学界在对明清商人的研究上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他们搜集并整理了
大量的历史资料，也对许多具体的制度和事象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但一般而论，由于基本预设、概念架构以及分析方法都不相同，他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商人的客观世
界和经济活动方面，至于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各方面的问题，在他
们的研究取向上是不占重要地位的。
通过本书下篇对问题的提法及其解答的尝试，我希望促起史学界正视明清思想史和社会史上这一大片
未经充分开拓的园地。
　　这部专题研究的撰写起于两种外缘：第一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
芽”的热烈讨论；第二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
亚经济现代化的突出现象。
我在本书的序论中已提到这两点，但仍有未尽之意应该在这里略作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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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
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
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
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
历史与文化的。
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
化和进展。
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
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
中国’”。
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
分期模式。
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
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开了
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
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
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
的意义。
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
古时代。
”（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
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
期的绝对准则。
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
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
进自我封闭的陷阱。
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
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
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
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
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
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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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
历史与文化的。
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
变化和进展。
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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